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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豳王为元代诸王之一，始祖为察合台系的出伯、合班兄弟，形成于 14 世纪初期，包括豳

王、肃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分别驻牧于酒泉、瓜州、敦煌和哈密。豳王家族虔信佛教，但史书

了无记载，幸赖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各种文献，依稀可以考见豳王家族事佛活动之一斑。从中可以

看到，豳王家族不仅对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活动进行保护，而且常以供养人的身份出资兴建佛寺、修

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尤其是对酒泉文殊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之多处石窟进行

了大规模的修复。受其影响，西域至敦煌间的佛教在当时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使河西石窟的营建活

动在元末渐趋高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的 14 处元代洞窟大都为元朝晚期之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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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豳王乌鲁斯的形成及其对河西西部和西域东部的统治

豳王为元代诸王之一，13 世纪晚期崛起于河西。豳王乌鲁斯的始祖为察合台系的

出伯、合班兄弟，其曾祖为成吉思汗之次子察合台，祖为拜答里，父为阿鲁浑 ( 又作

阿鲁忽，lū) 。史载，1259 年，元宪宗蒙哥在进攻南宋时亡殁，次年，其弟阿里不哥

和忽必烈先后各自召集宗亲大会，宣布继承蒙古大汗之位，进而引发了元王朝长达四年

之久的内战。这场权利之争，对蒙元历史，特别是元代西北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忽

必烈忙于镇压阿里不哥叛乱时，分封于中亚的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诸王渐趋强

大，不断侵占大汗领地，随后又结成了反忽必烈集团的军事联盟，相继宣布脱离大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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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给元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恰值此时，察合台系之出伯、合班兄弟率军东

奔，主动投归忽必烈麾下，于至元十九年 ( 1283 ) 参与了元廷平定斡端 ( 今新疆和田

市) 叛王的军事行动，世祖命令大将旦只儿 “从诸王合班、元帅忙古带军至斡端，与

叛往兀卢等战，胜之”。① 以其功，元政府于至元二十年春正月 “赐诸王出伯印”。② 大

德六年 ( 1302) ，元政府命“甘州军隶诸王出伯”，③ 驻节于甘州。《蒙兀儿史记》称:

出伯……置本营于甘州，兼领沙州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陇右诸

王驸马及兀丹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吐蕃乌斯藏宣慰司、巩昌等处便宜总帅府并听节

制。④

其中的“兀丹”指的是于阗，即斡端，今新疆和田; 合剌火者即今新疆吐鲁番。

可见，当时出伯管辖范围相当广袤，东起甘州，西至新疆吐鲁番盆地。而塔里木盆地南

缘的和田、吐蕃及陇右、陇中地区 ( 巩昌) 亦受其节制，益发显示出其地位的重要。

大德八年 ( 1304) ，忽必烈“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⑤ 蒙古崛起朔

漠，肇兴之初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诸王初无位号，仅有六等印纽的赐予，中统

( 1260 － 1264) 以后才开始以国邑之名封号，但仍以六种印纽分等。威武西宁王位列诸

王第三等，佩金印驼纽。大德十一年，出伯进封豳王，⑥ 由三等诸王晋升为一等，佩金

印兽纽，驻节地由甘州移至肃州 ( 今甘肃酒泉市) ，豳王乌鲁斯得以正式形成。接着，

天历二年 ( 1329) 出伯子忽答里迷失 ( 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 被

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 ( 敦煌市) 。该年十二月，忽答里

迷失进封豳王。⑦ 说明出伯已于是年亡故。翌年，忽答里迷失晋升后留下的西宁王之位

由其侄 ( 出伯孙) 速来蛮继袭。⑧ 元统二年 ( 1334) 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

封为威武西宁王，⑨ 地位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驻于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

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瑏瑠 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瑏瑡 本文

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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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政府之名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镇御有劳”，① 始终处于巩

固元朝西北边防的第一线。

肃州为蒙古所并始自 1226 年，世祖至元七年 ( 1270 ) ，置肃州路总管。次年，蒙

古攻占沙州，以其地“隶八都大王”。② 瓜州在西夏覆灭之后一度废弃。至元十四年，

元政府复设瓜沙二州，隶肃州，归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十七年，沙

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十八年正月，“命

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③ 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爱牙赤所部

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④ 四年后，以政局不稳，元政府尽徙瓜州居

民入肃州，瓜州名存实亡。⑤

自 1271 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始，北方蒙古人大量入居河西，诸王贵族进驻重要城镇，

一些比较集中的农业区和水草丰美的牧地，均为其所占有。原本富庶的农桑之地，也在

战争期间饱受抢掠、烧杀和摧残，忽必烈之后虽有所恢复，但已无复昔日之盛。及至世

祖至元二十七年 ( 1290 ) ，整个肃州路仅有 “户一千二百六十二，口八千六百七十

九”。⑥ 呈现出的是一派衰败、凋敝的景象。瓜、沙二州虽无统计数字，但人口数量不

会在肃州之上。

大德七年 ( 1303) 六月，由出伯所率蒙古大军屯驻瓜沙，使当地衰败景象始得改

变。《元史》卷 21 载: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 “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

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

实，为便。”从之。⑦

出伯为总管河西与西域军事之要员，地位显赫，他的入居，使河西之政治、军事地

位大为提高，原本日渐式微的局面大为改观，生产得到恢复并发展。至大二年 ( 1309)

八月，中书省臣言“沙、瓜州摘军屯田，岁入粮二万五千石”。⑧ 说明当地包括军屯在

内的农业生产已恢复到相当的水平。《蒙兀儿史记·出伯传》载:

当是时，朝廷宿重兵和林 (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 ，以西陲军事委

之出伯。出伯治军严重，常坚壁垒，远斥堠，以待敌，来则峻拒，去勿深追……以

是出伯在边十余年，河西编氓耕牧不惊，诸王将拱听约束，朝廷无西顾之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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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王家族驻军西陲，多次击败窝阔台后王海都、察合台后王都哇等叛军的进犯，保

持了西陲局势的相对稳定，使元朝中央得以集中兵力，最终平定了海都、都哇之乱，同

时也使辖下的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的免受战火的破坏，社会相对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与天山南北蒙古诸王数十年间相互争雄，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①

豳王辖地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元政府也会很快施以救助，如延祐元年 ( 1314 ) 六

月，“豳王南忽里等部困乏，给钞俾买马羊以济之”。② 延祐四年闰正月“给豳王南忽里

部钞十二万锭买马”。③ 至顺三年 ( 1332) 十一月，元政府“赐诸王宽彻币帛各二千匹，

以周其贫”。④ 这些举措，无疑会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威武西宁王所驻的哈密，比河西更早归入蒙古。1209 年，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

阿而忒的斤臣属蒙古，不久即助蒙古军占领 “罕勉力、锁檀回回等国”。⑤ 这里的 “罕

勉力”即哈密。至元十八年 ( 1281) ，甘肃行省设立，哈密则与肃、瓜、沙一样，同隶

甘肃行省管辖。次年，哈密城主的斤迭林捐资帮助当地屯垦。至元二十四年 ( 1287 ) ，

增派汉军及新附军 500 人来哈密力屯田。1334 后，哈密成为威武西宁王封地。元覆亡

后，威武西宁王兀纳失里割据自立，至永乐年间 ( 1403 － 1424) 演变为哈密忠顺王。

二、豳王家族之奉佛

有元一代，藏传佛教盛行，被蒙古统治者尊为皇室宗教和 “国教”，成为 “全族信

仰”，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所有蒙古族成员差不多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自世

祖忽必烈以下，历代蒙古大汗，都要接受国师灌顶，在执政的过程中也多有帝师佐政，

而皇室子孙自幼也要随佛僧学道，皇室贵族更是争相师从佛僧。本文所述豳王家族，系

出察合台家族，贵为皇室之胄，自然亦是藏传佛教的尊从者和推崇者。遗憾的是史书对

此了无记载，惟敦煌等地发现的古代文献可填补这一空白。

20 世纪初，英人斯坦因 ( A. Stein) 曾从敦煌携归回鹘文写本一件，内容为 《吉祥

胜乐轮 ( Sri-cakrasamvara ) 》，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 Or. 8212-109 ( 旧编号
Ch. xix. 003) 。其中叶 46a-46b有题记曰:

trt türlüg kzik-lrig yol-̌ca uduzmaq-l trng nomlu tamngaq- čo-lu yaln-l

ulu bax·naropa-nng kntü az-ndn nomlayu yarlqam·sak-l toyn ulu ba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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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a-l darma tua č  č osk irgmsan nomlu tuu atl bax üz yaratm rür……
qaml-l ary-a a č ar tükl-lig bilg istonpa bax-nng bou yrl- üz virü aqdaru
tgintim∷∷∷či čing onunč- bars yl altnč ay trt yang-qa üč lükčüng balq-l qulut mn
yang boutč sar tutung asuday oul-nng lingči-si üz bitidim sadu dgü∷
四种次第成就法，此为纳若巴大师讲说之真义……由萨迦僧人大法师法幢

( Dharma tvac) 大师制成……哈密尊者阿阇黎( rya car) 遵佟巴( Istonpa) 大师之令
翻译……至正十年( 1350) 虎年六月初四日我三鲁克沁( č Lükčüng) 城之后学萨里
都统( Sar Tutung) 奉阿速歹( Asuday) 王子之令写。善哉! 善哉! ①

继之，在第 47 页正面又有如下文字: “vzir-l bax-nng adaq-l qoo linxu-a-snga
oul yükünürmn ( 我，阿速歹，怀着虔诚之心，命法师恭敬抄写) 。”② 这里的蒙古王子
Asuday即第二代西宁王速来蛮 ( Sulaiman) 之子阿速歹，其名不见于 《元史》，但见于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 ( 详后) 。从写本中诸多藏文术语来看，应
译自藏文，内容属于印度著名密教大师纳若巴 ( Nāropa，1016 － 1100 ) 所传度亡之书。

依题记知，该写本正是来自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之回鹘法师萨里都统奉王子阿速歹之

命而于至正十年 ( 1350) 在沙州缮写的。这反映出了阿速歹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
的虔诚，同时也反映了西域回鹘僧徒与豳王家族的密切关系。

豳王家族之奉佛，在榆林窟第 12 窟前室甬道南壁的回鹘文题记中亦可得到证明。

题记现存文字 11 行，其中前 4 行载:
1. ……qu lu［1uu］yl ( ………)
2. qaan qa un［s］oy［u］rqadp qaml-qa Y［ ］N
3. ［buya］n qul ong bala-l biz X’D( …) P( …)
4. ( …) MY qsaq-̌c napč ik-lig qamč u T’V’［
在吉祥的［龙］年［…月…日］皇帝和皇后赐予恩典［……］给哈密( qaml )

［……］我们，以不颜嵬厘( buyan qul) 王为首驾车者［……］MY，甘州( Qam č u) -
［……］来自纳职( Napčik) ［……］③

其中的不颜嵬厘王 ( buyan qul ong) 为第一代豳王出伯之孙，亦即第一代威武西
宁王亦里黑赤 ( lqč ～ Ylqč) 之子，来自哈密之纳职 ( Napčik，哈密西 65 公里处拉
甫却克古城)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纳职地位重要，据敦煌文献 P. 2962 《张议潮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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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 3451 《张淮深变文》记载，纳职回鹘曾于 9 世纪下半叶多次入侵瓜沙地区。① 今

天的拉甫却克古城遗迹仍颇具规模，有南北二城，平面呈 “吕”字形分布。由于其内

残留的遗物多属汉唐或更早时期，故学界一般称之为汉唐故城。② 从敦煌文献和榆林窟

回鹘文题记看，纳职的繁荣其实并非至唐代而终，而是在其后继续保持繁荣，高昌回鹘

以之为东向经营瓜沙之冲要，在元代充任威武西宁王驻牧之地，具有比较重要的战略地

位。

题记中的不颜嵬厘王又见于日本京都有邻馆收藏的蒙古文写本残页 ( No. 4，red se-

ries) ，其中有 buyanquli uei vu sining ong 之谓，意即 “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为威武

西宁王不颜嵬厘致西宁王苏丹沙 ( Sultan-shāh) 的一封信札。③ 是证回鹘文题记中的
buyan qul ong之身份为威武西宁王无疑。《元史》卷 38 《顺帝纪一》元统二年 ( 1334)

五月己丑条载: “诏威武西宁王阿哈伯之子亦里黑赤袭其父封。”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黑

水城出土 TK248 《甘肃行省宁夏路支面酒肉米钞文书》中曾提到 “嵬力豳王”⑤。此
“嵬力豳王”与《元史》中的 “邠王嵬厘”和榆林窟题记中的不颜嵬厘实指同一人。

至正十二年 ( 1352，亦即回鹘文题记中的龙年) 秋七月，邠王嵬厘 “以杀获西番首贼

功”而获赐金系腰一条。⑥ 此为莫大之殊荣，遂亲赴榆林窟朝山，以报答佛的护佑之

恩。榆林窟题记所言: “皇帝和皇后赐予恩典”，所指即为此事。⑦

1989 年，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研究所对敦煌莫高窟北区 B163 窟进行发掘，获汉

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藏文、八思巴文文书多件，其中编号为 B163: 42 的蒙古

文文献为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的新疆地方长官克德门巴特尔下达的令旨，旨在确保新疆至

敦煌佛教香客之安全，计有文字 13 行，兹引录如下:

1 ［ ］( …) Boladun arl-iyar

2 Kedmen Baatur üge manu［ ］
3 yabuqun ilč i Bül-e［ ］

4 -ta B ( …) N-W Tege Totemür［ ］
5 olan č erig-ün aran-a ane

6 gog dig gui i Dori Kireis Bal Sangbo lam-a［ ］abinar-
7 lu-a Qar-a Qoč o ug Bars Kl-e Bis Bali-a kiged iren o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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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学《〈张淮深变文〉所见“破残回鹘”来源考》，《文献研究》第 1 辑，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0 年，
第 16 － 29 页。
《哈密文物志》编写组《哈密文物志》，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8 － 69 页。
H. Franke，A 14th Century Mongolian Letter Fragment，Asia Major ( n. s. ) ，Vo. 11，no. 2，1965，p. 120.
《元史》卷 38《顺帝纪一》，第 822 页。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
文献》第 4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314 页。
《元史》卷 42《顺帝纪五》，第 9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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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ereg-tegen yabuu odqui-dur ireküi-dür irüger-ün

9 tul-a ked ber boliu buu tüdetügei ač aa temege

10 morid au ula-a ügüsün kemen buu barituai aun

11 kedi anu buliu tatau buu abtuai kemebei yin

12 kemegülün ede gon ding gui i Dori Kireis Bal

13 Sangbo lam-a［ ］abiar-lua Qar-a Qoč o［ ］

( 下残)

根据 Boladun圣旨，克德门巴特尔 ［颁发］令旨: “向往来行走的使臣布勒
……向……向帖哥和图黑特木尔 ( 第 4 行) 、向诸多军士……因为灌顶国师朵儿只

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穿梭于八儿思阔 ( 今新疆巴里坤) 、别失八里及

高昌其它 ［地方］，旅途应做事虔诚 ( 即佛教的宗教仪式) 并祈福众生，谁也不得

阻其旅程，不许征用他们的川资、车辆、骆驼和马匹，不能说 ‘这些是驿站牲畜

或给养’，没人可拿取其任何东西”。

我们 ［曾经］将这些授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 ［喇嘛］及其徒弟们，高昌

……①

第 1 行出现的 Boladun其人，文献刊布者嘎日迪认为 “应是皇帝，目前确定不了此

人”。② 敖特根则认为给其“一个准确的定位实为困难”。③ 惟日本学者松井太将其考订

为察合台后王都哇孙、宽阇 ( Knčeg，1307 － 1308 ) 子卜剌 ( Bolad) ，亦有可能为卜

剌之子麻哈没的 ( Bolad-Muhammad，1341 － ?) 。④ 对这一解释，笔者不敢苟同。因为，

首先，14 世纪初，窝阔台汗国已被察合台汗国所吞并，豳王所率蒙古军防御的对象正

是察合台汗国。于此情况下，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所颁令旨能够在豳王统治区内通行是不

可想象的; 其次，按照惯例，只有蒙古大汗才有资格颁发圣旨，Boladun若是察合台汗，

作为宗王是无权颁发圣旨的。退一步说，察合台汗因不服忽必烈的统治而僭越自称圣

旨，这样的圣旨在察合台汗辖境内有效是有可能的，但必不可能行于蒙古大汗辖属的河

西地区。职是之故，笔者认为，这里的 Boladun当为元朝某大汗，而令旨的颁布者克德

门巴特尔 ( Kedmen Baatur) 则应为吐鲁番当地的蒙古统治者。吐鲁番被察合台汗国占

领时当元顺帝至正七年 ( 1347) ，⑤ 故可将令旨颁布时间的下限推定在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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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长期以来一直为元廷与察合台汗国争夺的主战场，双方互有胜负，呈拉锯状，

但迄 14 世纪上半期大部分时间，该地都在元朝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元顺帝至正七年
( 1347) ，“西蕃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劫供御蒲萄酒，杀使臣”。① 火州由此

陷入察合台汗国之手。故可将令旨颁布时间的下限推定在是年。

文书中的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 ( rDo-rje bka-sis dpul-bzan-po) 喇嘛又见

于《明史·西域传》，据载洪武七年 ( 1374) “又有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

亦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献铜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图书一、银印

四、铜印五、金字牌三，命宴赉遣还。明年，国师入朝，又献佛像、舍利、马二匹，赐

文绮、禅衣。和林，即元太祖故都，在极北，非西番，其国师则番僧。”此事又见于
《明太祖实录》卷 87 洪武七年 ( 1374) 二月戊戌条、卷 89 洪武七年五月庚辰条。这一

记载说明，元朝灭亡后，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随蒙古皇室北撤，继续充任北元之国

师。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该国师脱离北元而南归，入朝明廷。②

该令旨颁发地在高昌 ( 今新疆吐鲁番市) ，出土地在敦煌，说明蒙古统治者所颁布

的政令在当时的吐鲁番至敦煌间是可以通行无阻的，颁旨的目的在于保护佛教香客在其

间通行往来的方便与安全。文中提到，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

曾穿梭于八儿思阔 ( 今新疆巴里坤) 、别失八里 (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 12 公里处北庭

遗址) 及高昌等地，足见在新疆地方统治者的支持下，西藏佛教首领灌顶国师朵儿只

怯烈失思巴藏卜一度成为新疆至敦煌间佛教事务的管理者。③ 另外，作为元代皇室宗教

的藏传佛教，在元代的发展已臻至顶峰。因此，藏传佛教高僧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及

其弟子也必然会受到河西察合台系豳王家族的优渥。

三、豳王家族与河西石窟的营造

瓜沙位于西北边陲，扼守东西交通之孔道，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重镇，同时又是

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佛教文化昌盛。1226 年，瓜沙二州归蒙古所有，但已无复昔日之

盛。14 世纪初，随着蒙古豳王家族进驻瓜沙诸地，当地社会生产才得以逐步恢复发展，

而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也于这一时期渐趋高涨。至顺二年 ( 1331 ) 瓜州知府、

瓜州郎使郭承直与其子郭再思、司吏吴才敏、巡检杜鼎臣等巡礼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

纪年题记。④ 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也于至正八年 ( 1348) 在莫高窟立 《六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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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诵经奉佛。① 三年后，速来蛮又主持修复莫高窟

皇庆寺 ( 第 61 窟门外) 。② 至正十三年，守镇官员下令重修榆林窟，第 15 窟有墨书题

记写道: “大元守镇造……太子业□□里至三危，睹思胜境，现□□观见光相□室中，

闻香气于岩窟，由是重建精蓝，复兴佛刹，广□缁流于四姓，多兴禅定于岩间也”。③

至正十七年，甘州画师史小玉在莫高窟绘制了精美的第 3 窟壁画。④ 在莫高窟第 444 窟

中先后出现有至正三年、至正八年及两条至正十七年的题记。⑤ 1367 年，临洮画师刘世

福在榆林窟作画并在第 13 窟题壁。可见在崇奉佛教的出伯家族，特别是西宁王家族的

推动下，沙州之地重兴营建石窟的高潮。目前所知莫高窟现存 10 个元代洞窟 ( 1、2、

3、95、149、462、463、464、465、477) 中，以元代中后期者居多，属于元初的洞窟

较少，而榆林窟的 4 个元代洞窟 ( 第 3、4、6、27 窟) 均属于晚期之遗墨，完全继承

了西夏显密结合，汉藏结合的思想和艺术传统。而这一时期正是出伯家族崛起于河西，

统辖瓜沙之地的重要时期。显然，豳王出伯家族以其在西北地区特有的政治影响力和雄

厚的经济实力，在虔诚信仰的驱使下，积极投身对莫高窟、榆林窟多个洞窟的重修与重

绘，史书尽管缺载，但河西诸地出土的碑刻则如实记录了这一史实。

先看敦煌莫高窟发现的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和《重修皇庆寺记》。

现存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 ( 1348) ，碣石上方

横书正楷“莫高窟”三字，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在其上方及左右方刻汉、梵、回

鹘、藏、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其音均为 “唵嘛呢叭咪吽”，即所谓六字真言。在

六字真言右侧“功德主”一栏下有速来蛮西宁王、脱花赤大王，太子养阿沙、速丹沙、

阿速歹、结来歹，妃子屈术、卜鲁合真、陈氏妙音之题名，右题 “维大元至正八年岁

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莲座下则为沙州路河渠司提领成罗沙等题名。⑥ 立碑人为

当时坐镇沙州之第二代西宁王速来蛮。⑦ 上文提到的波斯文史籍 《贵显世系》记载速来

蛮三子分别为 Asutai ( 阿速歹) 、Sultān Sh( āh) ( 速丹沙) 和 Yaghan Shāh ( 牙罕沙或养

阿沙) ，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完全一致。而牙罕沙亦有三子，分别为: Ajudai、

Arkashirin、Darmabala。其中，Darmabala ( 音译“答剌麻八剌”) 来自梵文 Dharmapāla，

意为“护法”。⑧ Arkashirin 见于 《明实录》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条和 《明史》卷 330

《沙州卫传》，在那里写作“蒙古王子阿鲁哥失”。沙州诸蒙古王降明后，于其地置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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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① 而 Sultān为阿拉伯语，古译“速丹”或“速檀”，今译“苏丹”，原意为 “力量”

或“权柄”，用以称呼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 Yaghan 为突厥语，意为 “象”; “沙”

( Shāh) 则为波斯语，说明养阿沙、速丹沙之取名皆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而其父名速

来蛮则来自波斯语 Sulaiman，今译苏莱曼，为穆斯林常用名。其后代的取名却来自梵

文，表现出佛教的强烈影响。

继《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后，速来蛮又施资在文殊洞 ( 即今莫高窟第 61 窟) 外重

修了皇庆寺，并勒立《重修皇庆寺记》之碑。而这一重修活动亦得到了其它文献记载

的印证，如清人徐松曾记嘉庆年间莫高窟 “文殊洞外，有元 《皇庆寺碑》”; ② 道光年

间曾任敦煌知县许乃谷诗 《千佛岩并序》亦言: “文殊洞外有 《元皇庆寺碑》，至正十

一年建。功德主为西宁王，记文者沙州教授刘奇也。”③ 文殊洞即莫高窟第 61 窟，为五

代曹元忠所建。窟前土层遗址中发现有 “元代粗瓷碗片及铜器、骨刻残片等物”，另有
“木炭、土块、白灰墙皮”等火烧灰烬层，④ 足证元代曾在文殊洞前依窟建寺，此寺当

即皇庆寺。该寺建成之时代，《重修皇庆寺记》言谓 “唐宋间”，实不确。据考，当建

于元皇庆年间 ( 1312 － 1313) ，但若干年后塌毁，西宁王速来蛮再予重修，并立 《重修

皇庆寺记》之碑以志之。⑤ 该碑现存敦煌研究院，文曰:

沙州皇庆寺历唐宋迄今岁月既久，兵火劫灰沙石埋没矣! 速来蛮西宁王祟尚释

教，施金帛、采色、米粮、木植，命工匠重修之。俾僧守朗董其事，而守朗又能持

疏抄题以助其成，佛像、壁画、栋宇焕然一新。⑥

参与皇庆寺修复的施主，除了速来蛮家族外还有来自沙州的施主桑奇同知等 72 人，

肃州施主智宝法师等 14 人，晋宁路施主殷君祥等 27 人，沙州路河渠司提领丁虎哥赤等
13 人。所涉及的人物众多，身份各异，既有官又有民，既有僧亦有俗，既有汉族又有

少数民族，既有近地之民又有远方来客，可见敦煌在元代仍然是佛教僧众们的倾心向往

之所，信徒怀着虔敬之心，共赴敦煌，发心修缮洞窟，以做功德。 《重修皇庆寺记》

言:

寺成而王薨。守朗合掌涕泣而请日: “皇庆寺废而兴、毁而新，皆王之力也，

岂可使后之人无闻焉! 愿先生记之。

这一陈述表明，在皇庆寺修缮完毕之后不久，速来蛮薨亡。薨亡具体时间，学界多

言为至正十一年。⑦ 继之，李正宇进一步指出至元五年 ( 1339 年) 速来蛮得任波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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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克第十六汗王，他应亡于至正十一年春夏间，其子养阿沙袭父封，继为西宁王。①

同处于豳王家族治下的酒泉亦有用汉文、回鹘文合璧镌刻的 《重修文殊寺碑》出

土。碑原立文殊山石窟寺群正中的一处石窟，即文殊寺中，记载了豳王家族修建佛教寺

院的过程。其中汉文碑铭曰:

且肃州西南三十里嘉谷山者，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林泉秀美，涧壑寂

寥，神光现于长空，石室藏于畔侧。爰有郑善进睹兹祥瑞，发心修盖文殊殿已经年

远。今遇喃答失太子 ［常］闻 ［圣］境之地，每慕觐仰之心，同众兄弟等于六月

二十三日，特进焚香。②

从碑文可以看出，文殊山石窟创建于北魏，直至元代仍是香火兴盛之地。第三代豳

王喃答失兄弟不仅前往文殊寺发愿，更捐资对文殊寺进行修缮，使文殊寺得以 “寺宇

周成，梁材整台，殿方高墙，壁乃彩绘，圣容间金，而五色粧就，宝瓶琉璃结砌周全，

钟楼碑楼工成咸就，周围垣墙悉成已毕”。③ 显然，该碑所反映的当为喃答失对文殊寺

进行修葺并布施田亩的情况。另外，汉文碑文尾跋提及多位文殊寺僧官，多使用西藏和

西夏名字，如沙加令真 ( 第 22 行) 来自藏语 Sā-kya-rin-chen ( 意为 “一位僧官”) ; 速

那令真 ( 第 26 行) 来自藏语 bSod-nams-rin-chen ( 意为 “和尚”) ; 而其他两位僧官的
名字分别为耳你、耳立嵬梨忍普 ( 第 22 行) ，亦应为西夏人。④ 由于西夏佛教和蒙古族

所信奉的藏传佛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故而夏僧颇受蒙古王室所优渥重用，⑤ 如来自河

西走廊的西夏遗僧杨琏真加与杨暗普父子就是元代佛教界显赫一时的人物。杨琏真加任
江南释教总摄、总统达十数年; 杨暗普任宣政院长官，主管佛教事务达 20 年之久，进

而受封秦国公，在元代佛教界独一无二。⑥ 而酒泉文殊寺中亦见有西夏人出任僧官，说

明在豳王家族治下的河西地区，西夏僧人同样受到重用。带有藏族及西夏名字的僧人活

跃于文殊寺内，反映出当时河西地区藏传佛教氛围之浓厚。

通过对以上三方河西碑刻的研究，不难发现，豳王家族在驻守瓜沙期间，虔心向

佛，将敦煌石窟的营建活动推向了高潮。伴随着豳王家族对于河西石窟、佛寺的修建，

敦煌艺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元代的绘画艺术亦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在人物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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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画上进一步接近现实，带有更浓的世俗性，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宗教观

念。① 元代藏传佛教盛行，敦煌亦概莫能外，这一点从敦煌元代洞窟中就能得的充分的

体现，如第 3 窟、464 窟、第 465 窟都是元代晚期的代表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

第 61 窟中绘有的“炽盛光佛”，很可能就是因为皇庆年间全国灾害频发，速来蛮在重

修皇庆寺时特意绘出此图，以图消灾弭患。②

莫高窟 464 窟的修复亦与豳王家族息息相关。该窟后室有梵文六字真言，前室南壁

有用梵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北壁则有梵、回鹘、藏、汉和八思巴

文书写的六字真言，与壁画浑然一体，为同一时代之遗墨，故而可知前后室之壁画均为

元代遗留。值得注意的是，石窟西北角的一个小方室，原为禅室，但后来成为瘗埋

“元代公主”之墓。1921 年，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曾对该墓进行了盗掘，将其中

的珠饰钗钿洗劫一空。③ 惟留一只 “公主”脚，至今尚存敦煌研究院。④ 至于 “元代公

主”之说是否可信，今已无从考证。在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

的瘗窟较为多见，有 25 个，其中 15 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 7 窟是改

造原来的禅窟而成。⑤ 464 窟 “公主墓”显然属于后者。但需强调的是，464 窟规模与

通常的瘗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没有特殊且尊贵的地位，是不可能有如此殊胜因缘

的; 尤其是当时为了掩人耳目，竟对石窟整体结构进行了大幅改造，将原来的甬道加长

一倍以上，在前室之西南和西北二角各构成新的方室，其中西北角方室将公主墓完全隐

藏了起来。加长的南北二壁上均依据回鹘文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而绘制了十地菩萨

像，显然，该窟前室与甬道的改造者为回鹘人。⑥ 该窟内不仅发现有大量回鹘文木活

字，⑦ 而且还出土了大量回鹘文文献，其时代可以定在 14 世纪早期到中期。⑧ 而回鹘与

豳王家族关系密切，如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就有两首赞美西宁王速来蛮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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鹘文头韵诗，① 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号为北大 D 154v 和北大 附 C29V。② 由是以

观，“元代公主”墓之说当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信的。这里的 “元代公主”，当为豳王

家族成员之一，考虑到该窟与速来蛮的关系格外密切，此公主很可能为西宁王速来蛮之

女。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显示的那样，速来蛮家族成员有王子、王妃、公主、

驸马等，称号几同于中原大汗。说明诸王之女也被称作公主。③ 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

亡后瘗埋于 464 窟。否则，敦煌何来公主呢? 而亡于他地，并未在敦煌出过家的中原大

汗之女绝不会千里迢迢而远葬西北边陲之地敦煌。④

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中保存有元代所绘的多幅供养人像，如榆林窟 6 窟前室西
壁明窗两侧，各有元代画上下二铺供养人像，每铺画像皆作一男供养人和一女供养人床

上对坐的构图，所着皆为蒙古装，男戴宝冠，女戴顾姑冠，⑤ 显系蒙古上层贵族形象。

虑及这些供养人来自豳王家族辖地，最有可能是沙州西宁王家族或瓜州的肃王家族。同
样的梳妆又见于榆林窟第 3 窟、第 4 窟。二者同属元代，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⑥

另外，在榆林窟第 3 窟中，亦绘有男、女供养人各五身。其中一年轻男供养人魁梧健壮

而又眉清目秀，双手合十，虔诚礼佛，身份显然是蒙古贵族，很可能是负责瓜州屯田的

某位军事长官。同样戴着顾姑冠的女施主像在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莫高窟 332 窟也有出
现。⑦ 另外在莫高窟 332 窟中，亦绘制三身男供养像，身着被称作 “塔护”的蒙古族骑

士装束，后有随从二身。

通过以上的论述，足证豳王家族在统治河西西部与西域东部期间，热衷各种佛事活

动，不仅努力保护佛教在统治区内的传播与弘扬，而且施资营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

佛像、抄写佛经，在其推动下，佛教在当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

众所周知，在元朝统治者的推崇下，藏传佛教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汉传佛教则开

始走向落寞，仅在江南地区获得了一定发展，北方的许多汉传佛教寺院被藏传佛教所替

代，汉僧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豳王家族对汉传佛教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使得汉传佛

教得以部分保全，不仅免受灭顶之灾，而且还有所发展。这一史实可从元代晚期汉僧在

河西地区的活动、汉文佛经文献的大量出土及敦煌石窟中流行于汉族地区的显密洞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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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修得到佐证。在敦煌元代洞窟中，存在着不少汉传佛教风格的显密洞窟，如第 3 窟、

第 61 窟、第 95 窟等皆是，其内容显然是在前期绘画技艺的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从而

形成新的题材和画面。第 3 窟建于至正十七年 ( 1357 ) 前后，甘州画师史小玉以折芦

描与铁线描、游丝描、钉头鼠尾描相结合，把线描造型推到极高的水平，壁画设色清淡

典雅，其绘制、艺术语言、民族风格都呈现出明显的中原汉传佛教绘画特点。①

榆林窟第 6 窟前室西壁北侧蒙古贵族供养像
豳王家族于忽必烈时期崛起于河西，历成宗，至武宗以后势力大张。作为蒙古族的

一员，豳王家族敬信佛教，不仅对佛教实行保护，而且常以施主的身份予以供养，以其

特殊的政治地位及雄厚的经济实力，修复了酒泉文殊山石窟，又主持或参与了敦煌莫高

窟、瓜州榆林窟多处石窟或寺院的重修与重绘。豳王家族事佛，促进了佛教，尤其是藏

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弘传与发展。上行下效，使河西地区佛教石窟的营建活动，在经过

元初的低落后，于元末进入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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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段文杰《莫高窟晚期的艺术》，《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 5 卷，第 174 页。


